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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中国新历史的指路之作
——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哲学蕴涵

陆剑杰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江苏 南京 210001)

　　摘　要: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高度信任历史的创造者——人,热切期望人们进

一步行动起来去创造历史;认为对于我国这场没有先例的实践创造活动,最重要的是

要按照我们对社会历史基本规律和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了解,制定价值准则,把握待

创造的制度体系的功能性规定; 具体而历史地肯定和颂扬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

者的作用;在谈经济发展时首先是谈主体需要,并且是同主体需要结合起来考虑客观

可能性; 他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的判断蕴涵着哲学中存在“中性”范畴的原理。他在谈话中所表现出的乐观主义,是对

人类历史的绝对规律的确信,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相对规律的乐观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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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前,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的事业处于历史关口,需要把握前进方向的时候,邓

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史称 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现在,我们

再读“南方谈话”,就会发现它的两层含义。就显性层面说,它全面而系统地回答了全党、全国关

注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成为邓小平理论达到成熟、形成体系的历史

标志; 就隐性层面说,它蕴涵了深刻的哲学思想,其主题是论述人和人民群众如何才能不断创

造新生活、新历史,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崭新篇章。本文愿就后一方面谈一谈学习体会。

一、关于关键在人和走出历史的新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人如实地看作历史创造者。马克思的如下论断,对于排斥人的机械

论历史观的影响而言,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

无穷尽的丰富性’,⋯⋯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机械论的历史观,恰把“历史”当作人不参与其创造、只需要服从其规律

的独立客体[1 ] (p. 119)。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洋溢着高度信任历史的创造者——人,热切期望人们进一步行动起

来去创造历史的激情。他多次强调:你们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去开辟一条历史的“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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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2 ] (pp. 370- 383) (以下未注出处的均引自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

点》)你们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

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

在人”。在 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邓小平的呼吁同马克思当年的论断就是这样一脉相承的

啊!

邓小平把人创造自己的历史比做“走路”,这似乎并不新鲜。但丁说过,走自己的路,让人们

去说吧;鲁迅更说得明白,天下本无所谓路,路是人开辟出来的;走的人多了,就成为路。但邓小

平的着力点在于:他相信人一定能走出“好路”、“新路”。就是说,一定能把历史推向前进,并为

自己带来越来越多的福利。社会实践是交织着正确指导思想和错误指导思想、成功行为过程和

失败行为过程的现实活动。从一时说,实践会走“坏路”、“旧路”、“错路”;然而从全程说,实践是

一个有规律、合目的、向前行的过程。这里的关键在于:第一,实践者虽然具有主观意志和主体

目的,并以此来规范实践。但是,主观意志和主体目的是在客观实践中产生并由社会存在的客

观条件来决定的。正如列宁所说,“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 ——认定

它是现有的、实有的。”[3 ] (p. 159)当代中国人的宏观目标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这个伟

大目标完全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第二,实践者虽然具有选择所走道路的权利,并

按此选择来展开自己的实践活动。但是,选择只能在客观现实所包含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选

择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实践必然失败; 选择成功的机率低乃至极低的目标,失败的几率就高乃

至极高,终于不能实现。只有选择客观条件比较充分、成功的可能性较大的目标,才能通过实践

使之变成现实性。第三,实践既具有创造机制又具有纠错机制;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主体就会

积累正确的认识,开辟正确的道路。那些自己的利益和社会进步要求背道而驰的社会集团,抗

拒实践检验的结果,不能改变自己的目的和意图,那只能在实践检验之下被历史所淘汰。因此,

邓小平一方面要求实践者具有大胆的创造精神,同时又指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

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他是深知实践发展的逻辑和人创造历史的道路

的。就是这样:从现实出发,实践、选择、再实践、再选择,终于走成一条推动社会发展、满足人民

需要的道路,而成功实践的轨迹正是贯彻其间的历史规律。

二、关于创造历史的价值导向和制度体制的现实建构

人从事社会实践、进行历史创造,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的社会实践指向对象世

界,因为对象存在着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这种“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属性”之间的关系就

是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认识客观地存在的价值关系,这是把握住了“价值真理”;规范实践

活动所要创造的价值关系,它就成为“价值准则”;对于久远目标的追求,使人具有崇高的“价值

理想”。由价值理想现实化而形成的价值准则,也就是待创造的新事物、新格局的功能规定。按

照现代决策科学,同决策目标相统一的价值准则,是制定改造旧事物、创造新事物的行动方案

的根据; 而按照现代系统论,系统功能是要素、结构和环境的函数,把握住待建系统的功能,我

们才能设置要素,安排结构,改善环境,把该系统建立起来。

邓小平肩负着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新制度、新体制的历史使命。在创造之初,谁也

难以说清这一新制度、新体制的具体结构、现实状态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对于这样的没有先例

的实践创造活动,最重要的是要按照我们对社会历史基本规律和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了解,制

定价值准则,把握待创造的制度体制的功能性规定。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结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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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曾经讲过一些重要的原则。他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 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

力。”[2 ] (p. 137)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2 ] (p. 142)但是,什么是“公有制”,又什么是“公有制为主体”,怎样建立

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公有制?这样一些体制性问题是不可能先验地回答的,必须经过一个探

索、选择、创造的过程。为了正确有效地进行这种创造活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

会主义本质论”。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

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在此论中告诉人们:无论是怎样的体制,只有它能以比资本主义制

度更高的速度、更好的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它才能是社会主义; 只有它在机制上和运行中能

做到让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它才能是社会主义。我们要经过探索和总结,改革和开放,创造出具

有这样功能的社会主义。这两个方面,即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方面,生产力成果归于人民方面,

前者是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的反映,后者则是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二者相互结合起来构成创

造性实践的价值导向或功能导向。有了这个导向,我们对于来自国外的体制、机制,就会有一个

全面的分析,不至于盲目崇拜,照搬照套; 有了这个导向,我们对于自己曾有的旧体制,就有一

个深刻的判断,不至于只有诗人式的愤怒; 有了这个导向,我们对于待建的体制和机制就会有

选择的准则,不至于乱试乱碰。我们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因为这一体制在人类的现实状态下不

能满足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我们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它具有合理配置资源、刺激人

的积极性和实现社会相对公平的功能。我们不搞公有化,也不搞私有化,因为二者都不能单独

实现社会主义应具有的价值和功能。

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领导者的历史责任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不过

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 ] (p. 119)第二个命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

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两个命题是相互区别的。第一个命题谈“人”与“历史”的关系,这个命题

中的“创造”,英语为m ake,意为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历史;第二个命题谈人之中的人民群众和

他的对立面的关系,这个命题中的“创造”,英语为 create,意为人民群众推进了历史的发展。在

社会上存在着对立的力量的时候,我们把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称为人民群众,由此提出了上面

的第二个命题。再就人民群众而言,他的组织成为社会力量的时候必有领导者,以此形成、体现

和实行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人,也谈人民群众,谈作为领导者的党和党的干部的历史作用。

他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具体而历史地肯定和颂扬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他

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

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

的指导。”在中国农村,早先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是农民创造的; 现在乡镇企业的改制发展,

包括出现江苏江阴的“上市公司板块”也是农民创造的; 像江阴华西村那样的社会主义的又日

趋发达的先进典型,还是农民创造的。古巴革命家何塞·马丁说:领导者只能“领”着群众走,而

不能“拖”着群众走。邓小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他是严格地尊重群众、热心地引导群众的杰

出人物。邓小平在位时,不搞争论,他坚信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也坚信只有通过实践及其

对思想的检验,才能发扬正确思想,克服错误思想,提高觉悟,统一认识;不搞个人崇拜,不许人

吹捧他。他在 1992年读十四大报告送审稿之后告诫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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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

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

加以提倡。”[4 ] (pp. 30- 31)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大潮中,领导者只能起这个作用。不到群众的实

践中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形成决策,推动工作,那是失职; 但“过犹不及”,如果想超过这种

作用来发号施令,那只会迟误以至破坏历史的发展。

四、关于推进历史创造过程的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

历史创造过程是人的实践过程,“实践”是一个关系范畴。关系方之一为从事实践活动的

人。因为人是实践行为的发动者、创造事物的能动者、人与对象的关系的调控者,所以,人是实

践的主体。关系方之二为人的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及其环境。相对于主体,客观存在的对象

及其环境是实践的客体。实践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由主体与客体之对立到达

主体与客体之统一的过程。作为社会实践实况的哲学表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确立了主体性原

则与客观性原则之统一的观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象、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

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 ] (p. 54)

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转变哲学观念,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事物,因而世

界不是无人的单纯客观世界,而是人在其中活动、并加以改造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观就是主体

性世界观。所谓“主体性原则”,除了把世界理解为人作为主体在其中活动并加以改造的世界以

外,还肯定人在这样的活动中具有目的主动性、创造的能动性、获得人之自由的超越性。但是,

主体在从事实践活动的时候,既成对象世界却不是人可以选择的。在承认人的主体性的条件

下,承认对象世界的既成性与客观性,这就是与主体性原则同时存在的客观性原则。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用自己的语言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两个根本原则。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和质量的问题上,邓小平正是这样做的。他谈经济发展首先是谈

主体需要,而不是如有的人那样只谈可能性、可靠性、可行性,如果光谈这一点,当然是慢一些

好,因为这样干起来更稳妥、更可靠。邓小平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

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 社会主义选择的正

确性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问题。如果我们同周边国家或

地区比经济是“龟兔赛跑”式的比较,老百姓为什么还要你这种社会主义呢? 当然,这是从政治

上看问题,但同时也是从哲学上看问题,从是否坚持主体性原则上看问题。主体性原则同时也

就要求客观性原则。因此,首先考虑需要并不是说不要考虑可能,而是同需要结合起来考虑可

能,它是主体需要之是否得到满足的可能,而不是单纯的无主体性的可能。邓小平正是这样来

想问题的,他对较高速度的客观可能性问题作了论证。他说:“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

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

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邓小平把主体需要和客观条件结合起来作

出结论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

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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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体制创新中的中性范畴和极性范畴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的主体作用集中地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新体制的创

构。邓小平面对两项他所不能选择的客观条件。其一,世界性的条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年

的发展经验表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运动中不可超越的阶段,而市场经济自身又有其自我调

整、改革与进步的过程。西方经济学界都已经接受了“市场失灵”的概念。资本主义各国通过

“国家干预”,缓解了市场所具有的消极作用,使自由市场经济演变成有自觉调控的市场经济,

使市场经济制度得以生存和发展。其二,中国的条件,中国通过胜利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由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成功地创造出来的。如果主观地强行改

变这条道路,就会造成社会的振荡、动乱,使社会的经济发展遭到破坏。邓小平面对这两项客观

条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

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

有市场。”后一段话的前半句描述的是当代的、经过了改革的资本主义;后半句是规范正在进行

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到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

邓小平的判断蕴涵着一个哲学原理,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中性范畴和极性范畴的原理。在

两个具有对立性的事物体系中,标志它们的对立性的只是一部分要素,一部分机制,而二者的

大部分要素、大部分机制却是共存的、通用的、可以互相移植的。“计划”、“市场”正是这样的范

畴。这种范畴成为中性范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实存形态是私人

资本,生产资料完全归私人资本家所占有,工人则完全没有生产资料。这时的市场经济是紧紧

地同私人资本的私有制结合在一起并以后者为基础的。到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后期,出现了

股份制和以此为占有方式的大型企业。这样的企业存在着最终所有者多元但企业治理又必须

一元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找到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这就是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组建

法人治理结构,为最终所有者代行管理之职。一经出现这种所有权二重化的制度和机制,那么

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可以通过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而进入市场,这时,市场才成为不专门姓“资”的

中性经济范畴,才能与社会主义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所必走的道路,而且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将来

过渡到发达社会主义的桥梁。

六、关于人类历史的规律和命运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创造论和决定论相统一的历史观。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民群众推动

的。人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意志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但是,社会实践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的性

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逻辑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人必

然是实践的; 在生产劳动实践中,人同自然界发生必然的关系,人在处理这种关系的过程中提

升自己的智能和实践能力,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力; 在生产劳动实践中,人同人结成一定的

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必然地同生产力相适应;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展开,显示为

一个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过程,它们作为经济基础又同社会的上层建筑发生矛盾,这一矛盾的解

决,必然带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更替; 人在实践的长程中必然地改变着自己的本性,跨

过群本位的相互依赖、相对不自由的社会历史时期,超越个人本位的在依赖于物条件下的独立

性的社会历史时期,人类必然要前进到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摆脱了由生产力发展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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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和罪恶、人真正获得自由个性的未来。所有这些,是人类社会运动的客观规

律。邓小平在其“南方谈话”中对人类进步的事业及其未来是满怀着信心的。他说:“我坚信,世

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

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会经历曲折,但社会主义事业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规律是在现实中形成和展开的,而真正的现实都带着偶然性,带着复杂的变量和特殊的条

件,规律是在这种偶然性中开辟道路的。在现实的历史中,任何民族、任何集团、任何个人就都

存在“命运”问题。“命运”和“规律”不同。“命运”讲的是人在历史中所遭遇的成败、存亡的可能

性及其转变为现实性的概率的波动;“规律”讲的却是客观必然性。但“命运”与“规律”又有紧密

的联系,因为就具体实践中的相对规律而言,规律的必然性正是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而成

的。因此也可以说,“命运”涉及的是历史发展的统计分布的规律,而社会历史规律则由实践成

功几率的提升直到几率为“1”而显现的。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表现的乐观主义,就对人类历史的绝对规律 (它不具有统计性)

而言,是一种绝对的确信;就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相对规律而言,则是一种统计性的期待,是

对中国人民命运的乐观估计。因为他自己讲过: 改革开放都有风险,“中国也可能会出些问

题”[2 ] (p. 99)。“命运”作为一种可能性的结构,必定把主体的行为能力包含在内。马基雅弗里曾经

说,不能认为“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我们决“不能把我们

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的一半归

我们自己支配。”[6 ] (pp. 117- 118)比较排斥人的宿命论的“命运”观,这里有一个质的进步,然而“半”

对“半”的论点依然是不科学的。今天,我们用可能性或概率来了解“命运”,对于可能性之增长

和最后转化为现实性,主体努力具有关键的以至决定的意义。人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能够掌握自

己的命运的。

在 1992年以后,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

上,“捅破窗户纸”,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作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

标模式进行改革的决策。这些年来,按照这样的理论和政策,我国大大深化了改革,扩大了开

放,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有成效地学习和实行对市场经济的客观调控,

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与此同时,在改革深化、发展和加快并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社会消极

现象也有很大增长。主要是党内腐败现象迅速蔓延,扼而不止,使党群关系遭到空前严重的危

害;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工人、农民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了大规模的弱势群体,使人民内部矛

盾尖锐化; 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显著动摇,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感到心中无

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针对这样的实际情况,中央大力加强

法制建设,严厉打击腐败现象,强化反腐败的体制创构,抓紧干部培养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取得了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显著成绩。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江泽民同志于 2000年春

天,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2001年 7月 1日,又作了阐释这一重要思想的报告。应该

说,“南方谈话”以后,在“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思想的指引下,思想大大解放,改革

深入推进,经济显著发展,社会又保持稳定; 目前和今后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建

设。我以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方法论上继承了“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给社会主义作了

功能定位,制定了价值准则,从而放开了人们的手脚,向社会主义新模式挺进,使中国的面貌大

为改观;“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给现在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同样进行了

功能定位,制定了价值准则,引导全党以“三个代表”为准则,用改革态度对待党的建设。“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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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学说上则形成了适用于新世纪的党建思想,解决了过去尚未解决的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同时,对于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的全局也具有重大的创新价值和指导意义。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党

正在致力于解决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创新问题,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科学分析问题,从而增

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团结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第三步战略目标——

建设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中国的历史从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 2000年江泽民“南方讲话”(提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正在创造自己的新历史。在这样的时候,重提

“南方谈话”这部“中国人民开创新历史的指路之作”,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十分明确的

是:人们创造历史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记从世情、国情的实际情况出发;都不要忘记实现“社

会主义本质”是唯一正确的价值导向; 都不要忘记我们所作的一切选择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

验;都不要忘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作为一项规律仍然具有统计性,中国的前途仍然充

满风险,中国人民的命运仍有待于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坚韧奋斗,通过实践去创造条件方

能实现胜利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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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uid ing Star for Usher ing in a New Age in Ch inese H istory
——O n the Ph ilo soph ic Imp lica t ion of D eng X iaop ing’s“Sou th T alk”

LU J ian2jie
(T he Party Schoo l of N anjing M unicipal Party Comm ittee of CPC,N anjing 210001, Ch ina)

Abstract: D eng X iaop ing h igh ly tru sted the creato r of h isto ry—— hum anbeings in“Sou th

T alk”and arden t ly expected peop le to take mo re act ion to create the h isto ry; in h is view po in t,

to th is crea t ive p ract ice w ith no p receden t, the mo st impo rtan t th ing is to set the value

criterion acco rd ing to ou r understanding abou t the basic law of socia l h isto ry and the dem and

of peop le’s in terest; he confirm ed and ex to lled part icu larly and h isto rica lly the m ass’s value

as the creato r of h isto ry; w hen ta lk ing abou t the developm en t of econom y, the dem and of

m ain body shou ld be refered to at f irst, besides, it shou ld be com b ined together w ith the

dem and to con sider the ob ject ive po ssib ility. T he op t im ism he show ed in the ta lk is a k ind of

t ru st on ab so lu te law of hum anbeing’s h isto ry, and also is a k ind of op t im ist ic p ro spect on the

rela t ive law of Ch inese Socia list undertak ings.

Key words: D eng X iao2p ing; Sou th T alk

—11—


